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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平台利用与用户信息、地位的不对等,通过算法收集、分析用户

的个人信息进而对用户实施“大数据杀熟”行为,适用反垄断法的单轨规制对用户合法权益维护不足。因

此,在反垄断法的价格理论上对互联网平台“杀熟”行为进行定性,通过立法上的算法透明化和扩大反垄

断法规制主体范围,规制“杀熟”行为,促进互联网市场良性竞争和维护用户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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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Internet platform uses the inequality of user 

information and status to collect and analyze users' personal information through algorithms and then implement 

"big data killing" behavior against users. The monorail regulation applicable to the anti-monopoly law is 

insufficient to protect user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refore, in the price theory of the anti-monopoly 

law, the Internet platform "kill cooked" behavior is characterized. Through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algorithm in 

the legisla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anti-monopoly law regulation subjects, the "kill cooked" 

behavior is regulated to promote benign competition in the Internet market and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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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数字经济时代,被称作为“石油原油”的信息数据是利益

的基础。互联网早期,数据并未被实际的关注,但在如今对于互

联网平台来说,只要有点击量,不论是正向信息还是负面信息,

都有可能为其创造丰厚的收益。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拥有多大的

“数据池”,就拥有多大的平台,拥有多大的平台就拥有多大的

收益。算法也好,技术也罢,如果是一种运营平台,其一定是以数

据加工后进行投放进而产生相应的利益,那么在此信息和收益

的逐渐膨胀下,源源不断获取到的信息就会变成一种权利,并且

这种权利在增大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可能会产生权力的异化。之

所以称之为权力的异化,其根本在于其规模大,有可能会产生与

其进行交易的另一方主体关系上的不平等,例如：“大数据杀熟

事件”。 

对此,结合已有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确定

“大数据杀熟”行为的性质,针对当前其法律规制中存在的不

足探索应对策略,具有积极意义。 

1 “大数据杀熟”的概念 

“大数据杀熟”的概念主要是伴随着数字信息时代的兴起

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大数据杀熟”是平台经营者通过算法收集、

处理用户的消费习惯、兴趣爱好、浏览痕迹等信息,勾勒出用户

的画像特征,针对购买同一商品或服务的不同用户提供不合理

的差异定价的行为。[1] 

2 “大数据杀熟”法律规制困境 

2.1反垄断法规制主体范围局限 

根据传统意义上的反垄断法价格歧视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将“大数据杀熟”行为纳入到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内,但是由

于反垄断法除了需要满足价格歧视理论中的用户与互联网企业

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外,还要满足该互联网企业在市场力量滥

用的条件,因此反垄断法的适用门槛过高导致了数字市场上很

多小型企业利用其不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优势对用户进行“杀

熟”行为。《反垄断法》的直接立法目的是维护市场的正常竞争

秩序,间接性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从间接

性目的角度出发,《反垄断法》仅仅关注于市场的秩序,而对于

消费者的保护上却有所偏颇。 



经济学 
第 7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33 

Economics 

2.2算法壁垒缺乏规制 

为了维护市场公平,应进一步考虑大数据算法的透明化。[2]

一方面,从市场规制的角度。《反垄断法》总则中有算法相关规

定,但算法如何利用才能符合市场的竞争秩序和不侵害消费者

合法权益尚未进行解释说明。在当今数字经济时代下,我们人类

在开发算法的同时,也在享受着算法带来的红利。因此,如何规

制算法的滥用就成为了在反垄断监管部门以及用户权益因为反

垄断行为受到侵害后进行诉讼程序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从用

户的个人信息保护角度。《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赋予了信息

收集主体对收集信息后作出透明和公平决策的义务。同时,经营

者决策对用户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例如：若“大数据杀熟”,

用户有要求决策者作出解释的权利,如何监督信息收集者履行

释明义务在法律上并没有作出相应规定。在实践中,互联网平台

都以“系统升级”、“优惠券和折扣券补偿”等措施来避重就轻。 

3 价格歧视理论下“大数据杀熟”问题定性 

数字经济时代下,互联网平台“大数据杀熟”的行为存在多

法规制,但规定模糊的情形。通过价格理论对“杀熟”行为进行

定性。传统意义上的反垄断法主要聚焦价格理论,但在电子信息

数据占据主要市场的今天,个人信息不能直接与价格等同,“数

据池”中信息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产品的好坏,而产品好坏又能

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价格波动,由此根据“连等式”数学逻辑得出

“数据—质量—价格”的公式。因而“大数据杀熟”并未超出

传统反垄断法的价格理论。 

3.1价格歧视理论 

数字经济时代下,在有关“大数据杀熟”的理论研究中,多

数学者认为“杀熟”引发的是反垄断法上的价格歧视。在经

济学理论中,价格歧视指同一卖家的同一产品对不同消费者

或对同一消费者不同购买数量或不同购买顺序,收取不同的价

格。[3] 

经济学上的价格歧视分为三种,即：一级、二级和三级。一

级,是指经营者如同掌握读心术,可以了解每一个用户的心中所

想以及对价格的评价,在数字时代以前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的,

但在大数据背景下具有可能性；二级价格歧视是指数量的不

同价格的不同；三级价格歧视,是指群体的不同所带来的价格

不同。 

有学者认为,每个消费者对于商品的需求弹性存在差异,由

此可对不同消费者给予不同的售卖价格。[4]从反垄断法的价格

歧视角度上来说,虽价格有差异且形成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

体,但其中一个条件,那就是无法从高价格转向低价格,而只能

将其固定化,才能将其称之为反垄断法上的价格歧视,偶然一次

不具稳定性。另外,运用价格歧视理论对杀熟行为进行法律定性

时,判定一个行为是否违法不可一概而论,应采取中立的立场且

从法律规制的角度上看,[5]由于其行为本就具有隐藏性,[6]且可

能自带逃跑机制,例如：在APP上点外卖,相距不足几米范围内的

两个买家所点外卖价格不同或配送费不同,向客服反映并投诉

后,所得回应不论是“给亲优惠券作为弥补”还是“app程序在

处于更新状态,所以可能会有一定的漏洞”,这种答复对于消费

者来说是毫无意义的,若投诉、控告所花费的时间与金钱成本相

较于被“大数据杀”是九牛一毛,这实际大大降低了平台被处罚

的可能性。 

3.2价格欺诈理论 

在理论上,有少数学者认为“大数据杀熟”实际上是一种价

格欺诈的行为。大数据“杀熟”实质上是由于经营者违反《电

子商务法》《价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相关规

定的“明码标价”义务而实施的不正当价格行为,是经营者主观

上所故意实施的,违背消费者内心真实意愿的价格欺诈行为。[7]

大数据杀熟”在现实当中主要表现为价格的波动性,在不同的时

间段以及不同的地点显示出不同的价格,而互联网平台并没有

“杀熟”的故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的知情权得到

了保障的原因是互联网平台所公布的所有价格消费者都是已知

的。但在现实当中为什么会很多案件定性为大数据“杀熟”,

其主要原因是平台未履行提供真实信息的行为,致使价格出现

“因人而异”的情况发生。 

4 “大数据杀熟”的立法规制 

4.1建立算法透明制度 

算法透明,实为要求算法主体通过将算法黑箱开启,而后公

布算法运作原理、算法决策过程相关信息。[8]若“杀熟”行为

导致的价格歧视成为大面积事件,法律规制成为必要手段。平台

算法透明化是在制度上为经营者附加一项义务,这意味着在立

法层面明确规则。 

第一,明确消费者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要求算法透明化

与互联网公司以商业秘密为由而不予公开之间的处理规则。数

字经济时代下,商业秘密经常被用来保护互联网公司的算法源

代码以及相关技术信息。一方面,算法透明化和商业秘密之间

的冲突可采取法学理论上价值位阶进行解决,持有算法透明

化观点的通常为被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用户,其代表着广大受

众群体对信息真实性的知情权,也可理解为是社会利益；而商

业秘密不愿公开的公司属于是私主体,面对社会公共利益和

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商业秘密不言自明就不能成为拒绝公

开的理由。另外一方面,算法透明化可以在小范围内透明化,也

就是说在公正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范围内透明化,通过机构内的

技术人员分析整合算法“杀熟”的原理、过程以及结果并向社

会进行公示。 

第二,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对用户信息收集算法进行解释并

给予用户具有数据抹除选择权。平台经济领域,消费者已不再单

纯扮演位于生产消费最终环节被动接受商品或者服务的角色,

消费者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裹挟下已经深度参与到

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提供过程中,从而拥有了一种“产消合一者

(Prosumer)”身份。[9]从消费者层面,其希望通过互联网公司提

供优质服务或者高质量产品；从商品层面,互联网公司通过多种

手段吸纳用户并获得用户信息,利用用户对该公司经营平台的

“粘性”获利。因此,从互联网平台经营者角度,用户呈现在“眼



经济学 
第 7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34 

Economics 

前”几乎是透明的,而从消费者角度,面对互联网平台就像是面

对着黑洞。若平台能对信息收集的相关算法释明,同时用户就享

有知情权以及同意权,释明+同意助推了信息数据收集信息的民

主化。[10]用户仅对信息收集的知情权和同意权依然存在风险,

若用户因某些原因而不使用该平台,而原有个人信息依然在

“数据池”中成为算法分析社会大众喜好的分母,在无形中助

推了平台在数字经济市场的垄断。因此,信息抹除选择权是用

户当有之权利,即：选择或者不选择抹除信息,若不允许信息

主体撤回其同意,将造成对个人信息自决权和知情同意原则的

侵蚀。[11] 

第三,主动公示算法定价方式。比如：在下雨天,网约车与

平时相比会贵,用户可选择坐或者不坐车。用户知情权、选择权

就得到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上,

被杀熟是因为我们对法律或侵害事实不清楚,当我们真正了解

后,用户就不会“被杀了”。 

4.2扩大适用主体范围 

《反垄断法》除了维护市场竞争以外,还兼具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作用。数字经济时代下,将反垄断法规制主体扩大到

没有市场支配地位而利用信息进行“杀熟”的互联网平台,这

样并不违背《反垄断法》立法原则和初衷,恰恰保证反垄断法

的完整性。 

扩大反垄断法规制主体,一方面可有效对没有市场支配地

位的互联网平台进行有效的管理,将未来可能会导致垄断后果

及时予以制止,另一方面则是对被侵权行为救济。合法收集意味

着用户对于平台信息收集是知情+同意的,在此情形下出现“杀

熟”,则用户无法进行救济。因此,应将反垄断法规制主体扩大

到没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互联网平台。 

5 结语 

数字经济时代下,互联网平台通过算法对汇聚的信息学习

分析后,向消费者进行有针对性商品广告的精准投放,一方面为

互联网平台带来了极大的收益；而一方面提升了消费者生活的

效率。在利益诱惑下,使得互联网平台需要收集更多的用户信息

和对算法进一步的完善,随之出现了不同账号之间价格上的“千

人千面”,即：“大数据杀熟”。互联网平台利用信息地位的不对

等,侵害了用户的合法权益,但现实中,对“大数据杀熟”行为进

行维权出现了“救济少,成本高,举证难”的情形,因此可从反垄

断法价格歧视理论出发,在立法层面分析“大数据杀熟”行为,

进而对算法滥用而导致用户合法权益被侵害行为做到事前预防,

更能做到事后配套的司法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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